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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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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西安 710049） 

摘  要 社会不平等可能减弱或增强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两种关系分别由自利动机与系统合

理化动机驱动。同时，两种关系还依赖于低地位者对社会不平等的认知，即现实威胁与象征威胁。

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激活其自利动机，进而使其反对系统现状（即减弱路径）；

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使其维护系统现状（即增强路径）。

这一双路径模型为解释当前理论争议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关键词 社会不平等，系统合理信念，系统合理化动机，自利动机，社会治理 

1 引言 

“不患寡而患不均”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忧患意识。近 30 年前，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

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

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 Jost & Banaji, 1994; Jost et al., 2004）。这一看似

反直觉的观点试图揭示种种“不患不均”的社会心理现象（Costa-Lopes et al., 2013; Jost et al., 2015）：

很多研究发现，不平等并不总是引起低地位者的不满（Buchel et al., 2021）；他们反而可能容忍，甚

至支持不平等的现状（Cheung, 2016; 怀默霆，2009）。当然，这一观点也受到很多挑战（Brandt, 2013; 

Trump & White, 2018）：类似法国“黄马甲运动”等的抗议活动（Lüders et al., 2021），以及因不平等

而衍生的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Kunst & Obaidi, 2020; Power et al., 2020），似乎更支持社会认同理

论等经典理论的观点，即不平等会促使低地位者寻求改变（而非合理化）现状。那么，不平等究竟

是会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时至今日，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被认为是世界范

围内的严峻社会问题之一（Wilkinson & Pickett, 2017; 汤普森，2020），加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制约着民众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许宪春等，2019），因此有必要探讨两者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回顾两种“对立”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继而分析解决理论分歧的方向。

面对分歧，本文倾向于认为，两种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

理信念的“全貌”。换言之，问题并不单纯是不平等“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

在于分析两种观点成立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对后者的探讨将有

助于我们在当前社会心理建设工作中更加有的放矢（杨玉芳，郭永玉，2017）。需要说明的是，系统

合理信念这一概念源于系统合理化理论。然而，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它有着丰富的内

涵和外延，早在系统合理化理论诞生以前即已被广泛探讨。以往研究在探讨社会不平等对系统合理

信念的影响时，其因变量指标也并不局限于“系统合理信念”概念本身，而且还包括支持和维护现

有社会系统（如政治信任、社会公平感等）以及反对改变现有社会系统（如支持现有不平等，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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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等）等相关指标。因此，本文采用一种更广义的界定，将其解读为人们对社会系统公正性、

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Kay & Jost, 2003）1。 

2 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理论观点与实证依据 

2.1 理论观点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需要服务于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这种自利动机既体现为个体对财富、权

利、福祉等物质利益的追求（Sears & Funk, 1991），也体现在个体对积极自我形象、自尊等的维护

（Hogg, 2016）。在社会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往往基于自我利益的考量，习得或塑造对自我及内

群体有利的态度（Darke & Chaiken, 2005）。基于这种“自利取向”，社会认同理论、现实群体冲突理

论、社会支配理论等认为，自利动机驱使不同地位者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形成相应的适应策略（Lee et 

al., 2011; Wilkinson & Pickett, 2017）。对于低地位者而言，严重的不平等与他们维护自我和内群体利

益的动机相冲突，进而会使他们反对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表现出较低的系统合理信念。 

可见，在自利取向的理论看来，人们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形成对不平

等现状的支持态度（Lee et al., 2011）。具体而言，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

认为，人们会努力最大化与其社会位置及群体身份相关的收益、最小化与之相关的损失（King et al., 

2010）。类似地，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提出，高地位者为了维持自我和内群体的

优势地位倾向于维持和扩大不平等，而低地位者则倾向于改变和减小不平等，以改善自我和内群体

的不利处境（Pratto et al., 2006）。这种观点在人们对公共政策的不同态度中得到印证。例如，与社会

经济地位较高的优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成员更可能支持有利于减小不平等、提升自我利益的再分

配政策（白洁等，2021）。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低地位者应对不

平等的心理与行为反应（Hogg, 2016）。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与身份归

属，当他们认识到不平等的群际边界可以渗透时，可以通过个人策略（如，向上阶层流动）来提升

自己的地位；而当他们认识到不平等的群际边界不可渗透时，则可能通过社会创造策略（如，向下

比较）来维护自尊，甚或选择社会竞争策略（如，集群行为）来反抗不公（Akfirat et al., 2016）。 

上述理论勾画了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负向关系，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则进一步深入地解释了影响两者关系的心理过程。根据该理论，不平等现状会激

活社会比较的认知过程，使低地位者意识到自身（或内群体）不应得的相对弱势地位，由此带来的

相对剥夺体验进一步激活愤怒情绪，并最终发展为反对不平等现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Smith et al., 

2012; Smith & Pettigrew, 2014）。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会增强社会比较，提升

人们对社会竞争的感知（Buttrick & Oishi, 2017），继而成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温床”（Osborne et 

al., 2015; Sánchez-Rodríguez et al., 2019）。作为一种应对不平等的适应策略，这种个体或群体层面的

相对剥夺感反过来成为低地位者反抗不平等现状的动因机制（Kunst & Obaidi, 2020; Power et al., 2020; 

张书维等，2012）。 

                                                   
1 关于“系统合理信念”与“系统合理化动机”的进一步讨论见“小结与展望”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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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证依据 

自利取向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反对不平等现状的客观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实证研究中，研究者

们主要基于以下三种思路探讨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第一，在不平等背景下，通

过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证实低地位者比高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更低（e.g., Lee 

et al., 2011; 杨沈龙等, 2016）；第二，考察不平等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效应，侧重于不平等的调节

效应，即高、低不平等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证实高不平等加剧系统合理信

念的地位差异（e.g., Li & Hu, 2021）；第三，同样是考察不平等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效应，但侧重

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即不平等程度对高、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损害作用（Curtis & 

Andersen, 2015）。根据系统合理信念指标的不同，以往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分配公平感、机会公平感、

政治信任、集群行为等方面。这些研究为自利取向的观点提供了实证依据。 

例如，Lee 等（2011）的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在社会分层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如

女性、低权力种族的成员）比优势地位群体成员（如男性、高权力种族的成员）表现出更低的社会

支配倾向，即更反对群体层面的不平等。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Curtis 和 Andersen（2015）

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中，那些在不平等中更容易损失利益的工人阶级往往也更反对

不平等；而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也会和工人阶级一样倾向于减少不平等；并

且，即使人们认为当前的不平等现状总体上是合理的，如果自己的经济地位能够得到改善，他们也

更希望减少不平等（也见 García-Castro et al., 2020）。除了分配公平感与不平等态度，社会不平等对

系统合理信念的损害作用还体现在其对机会公平感的影响（McCall et al., 2017; Newman et al., 2015）。

近期 Li 和 Hu（2021）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分析发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经济不

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低地位者比高地位者持有更低的优绩主义信念（Meritocracy belief; Son Hing 

et al., 2011），即更不相信凭借个人努力和能力可以获得成功；相反，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经

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地区，低地位者却比高地位者更相信成功是努力和能力的结果。 

此外，来自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现，社会不平等还会显著降低政治信任等系统合理信念。例

如，基于 2011 年“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the Latino barometer survey），Zmerli 和 Castillo（2015）

对 18 个国家分析发现，宏观层面的经济不平等（Gini 系数）和微观层面个体对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感

知均会显著降低人们的政治信任（也见 Goubin & Hooghe, 2020; Guinjoan & Rico, 2018）。类似地，

赵晓航和李建新（2017）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 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贫富差距感知会

显著降低边缘中产阶层和高学历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在行为层面，不平等对系统

合理信念的影响直观地体现为反对不平等现状的集群行为与抗议活动。2018 年末，政府加征燃油税

点燃了法国民众对收入差距等社会矛盾的不满，引发了“黄马甲运动”（the French Yellow Vests 

movement）。Lüders 等（2021）通过对法国民众的调查研究发现，普遍蔓延的相对剥夺感以及由此

带来的民粹主义（populism）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支持“黄马甲运动”的深层心理诱因。“黄马甲

运动”是西方社会反对不平等现状的一个缩影，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即相对剥夺感）也成为很多弱

势群体走向极端暴力主义的推手（Sidanius et al., 2015; Kunst & Obaid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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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平等增强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理论观点与实证依据 

3.1 理论观点 

在自利取向的理论看来，人们为了维护自我和内群体利益，主要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形成

对社会不平等的适应策略（Lee et al., 2011）。然而，也有很多研究发现，低地位者反而会容忍甚至支

持不平等的社会现状（Cheung, 2016; 怀默霆，2009）。研究者们认识到，维护自我及其所在群体的

利益固然重要，但人的心理与行为还会受到固有价值观念的影响，后者的作用往往更大（Sears & Funk, 

1991）。这些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关于“应然”（ought to be）世界的看法。当低地位者面对不平等、

不公正的“实然”（to be）现状时，内心的冲突就产生了——它一方面来源于“实然”现状与自我利

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来源于“实然”现状与“应然”价值的不一致。对此，“自利取向”提供的“理

性方案”是提升自我地位或改变社会现状，以维护自我与内群体利益；而“价值取向”的理论认为

还存在一种“非理性方案”，即人们会改变对现状的认知（而非改变现状），以维护价值观念。 

公正世界信念理论（Belief in a just world theory）较早探讨了人们应对不公正、不平等的非理性

反应。该理论认为维持“公正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即人们需要相信人人“得其所应得”，而“应

得”意味着人们能够并且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Lerner, 1980）。显然，公正世界信念具有积极的心理

意义，它使人们相信所在世界不仅是确定的、可预测的，同时也是公平、公正的。不过，这种被称

为“根本错觉”（fundamental delusion）的动机倾向也带来了“双刃剑”效应（周春燕，郭永玉，2013）

——当面对不公正事件时，人们的公正信念受到威胁；为了缓解这种威胁带来的痛苦体验，人们可

能会对不公正事件的起因、结果重新进行解释，以维护认知层面的公正感知，这种认知过程被称为

对现状的“合理化”。大量关于“责备受害者”的现象与实证研究为这一非理性反应提供了依据（Hafer 

& Bègue, 2005）。 

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极大地启发了 John T. Jost 和他的同事们（Jost et al., 2015），后者在从事刻板

印象领域的研究时，提出了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Jost & Banaji, 1994）。该理

论同样认为存在一种合理化动机；但它扩展了“公正世界”的边界，并将其具体到人们身在其中、

广受影响的各类“系统”。具体而言，该理论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维护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

性的“系统合理化动机”（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ation），使人们维护、合理化和支持现状的各个方

面，包括当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制度和安排，甚至不惜以自我和内群体利益为代价（Jost & 

Banaji, 1994; Costa-Lopes et al., 2013）。在理论发展之初，这种系统合理化动机独辟蹊径地回答了低

地位者的“外群体偏爱”现象。不同于社会认同理论局限于个体、群际层面的微观视角，系统合理

化理论认为低地位者的相对弱势处境除了与其自我和内群体利益相冲突，还与其关于系统公正性、

合理性、正当性的信念相冲突；此时，当自利动机不凸显或强度较低时，他们为了缓解这些冲突带

来的认知失调体验，反而会表现出更强的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更加容忍，甚至支持不平等的现状

（Jost et al., 2004）。该理论进而提出，在不平等程度更高（而非更低）的社会中，这种冲突体验更

大，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化动机也会更强（Jost et al., 2004; Jost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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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证依据 

低地位者是否会合理化不平等，进而更支持社会系统呢？一些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依据（Jost et 

al., 2015; Malahy et al., 2009）。Yoshimura 和 Hardin（2009）通过考察日本人对美日地缘政治关系的

态度，表明凸显不平等的弱势地位会增强他们的系统合理信念。他们首先通过实验法操纵了日本在

美日关系中的弱势（或优势）地位，即请被试撰写一段文字，描述日本或日本文化与美国相比的弱

势（或优势）之处；然后测量了被试对日本、美国的积极政治态度。结果发现，当凸显日本的弱势

地位时，意识形态更保守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外群体偏爱，即对不平等的美日地缘政治关系表现出

更强的合理化倾向。Van der Toorn 等（2015）的系列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他们发现，即使面

对较高程度的不平等现状（即种族、经济、性别、权力不平等），在权力分层中处于弱势的人们更可

能支持不平等。近期，Jost 及其同事通过系列研究进一步证实，面对经济不平等相关的信息，具有

较高（而非较低）经济系统合理信念的被试表现出更少的不平等厌恶（Goudarzi et al., 2020; 也见

Friedman & Sutton, 2013）。 

Malahy 等（2009）的研究将这些发现从实验室扩展到了现实情境。他们通过对 1975 年至 2006

年的 31 个独立研究（共 6120 名被试）进行元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分

数显著提升，且这种提升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呈正相关；即使在控制了收入、政治意识形态等额外

因素后，该结果仍然稳健（也见 Caricati & Lorenzi-Cioldi, 2012）。Solt 等（2016）通过对一项美国

全国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与生活在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地区的美国人相比，生活在经济不平等

程度较高的地区的美国人反而表现出更高的优绩主义信念，更相信努力工作可以获得成功。Buchel

等（2021）的研究也提供了支持证据。他们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库，通过对来自 28 个国

家的近 50000 名受访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更高的地区，家庭收入越

低，受访者越同意“收入差距是国家繁荣所必需的”，越不同意“国家的收入差距太大”，即表现出

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Zmerli 和 Castillo（2015）也发现，宏观层面的经济不平等会降低（而非增强）

分配不公正感对政治信任的损害作用；悖论的是，主观社会阶层越低，分配不公正感对政治信任的

损害效应反而越弱（也见 Lee et al., 2020）。类似地，基于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eung

（2016）发现，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不平等（即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会正向预测农村居民的生活

满意度（也见 怀默霆，2009）。可见，来自国内外的上述研究表明，面对不平等，低地位者的确会

表现出合理化不平等的非理性反应。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并未证实系统合理化理论的观点，甚至发现了相反的证据（e.g., Brandt, 

2013）。例如，Trump 和 White（2018）在实验中首先操纵了经济不平等程度，然后测量了被试的系

统合理信念（包括三个指标，即一般系统合理信念，机构信任，和经济系统合理信念）；结果发现，

经济不平等对一般系统合理信念和机构信任无显著影响，但显著负向预测经济系统合理信念；并且，

该研究也并未证实经济不平等使穷人比富人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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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立与整合：解决“分歧”的方向 

至此，我们呈现了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两种“对立”观点及其实证依据。可以

看到，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基于个体或群际视角，认为自利动机促使低地位者反对不平

等现状；而系统合理化理论则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指出自利动机的局限性，并认为系统合理化动

机驱使低地位者合理化不平等。在实证研究中，两种理论取向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

也面临着很多质疑。如何面对两种理论取向的分歧？又如何看待它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解释力？以往

研究至少提供了两种研究思路，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方向；同时，我们也尝试提出第三种思路。 

4.1 对立视角下的第一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基于理论对立的视角，采用更大更广泛的样本或元分析的方法，直接检验两种理

论观点；同时，也尝试关注是否存在潜在的边界条件。例如，Vargas-Salfate 等（2018）采用大样本

跨文化调查研究，通过对来自美洲、西欧、东欧、亚洲、大洋洲共 19 个国家的 14936 名被试，检验

了国家层面的经济不平等（基尼系数）是否调节社会经济地位与系统合理信念之间的关系，结果发

现收入与基尼系数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收入越低则系统合理信念越高。

这一发现事实上证实了系统合理化理论的观点。不过，Brandt（2013）的研究发现了不一致的结论。

他对三个有代表性的数据库（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美国一般社会调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进行分析，

采用多种指标测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性别不平等指数）、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受教育程度、

阶层、性别、种族）和系统合理信念（政府信任，对社会机构的信心），研究发现，不平等并未显著

增强人们的系统合理信念；在高不平等条件下，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低地位者会比高地位表现出

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也见 Curtis & Andersen, 2015; Li & Hu, 2021）。 

对于这种不一致的发现，García-Sánchez 等（2021）基于认知失调理论提出，“对不平等的合理

化”更可能发生在更平等、更民主的社会中。因为在这种社会情境中，穷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成功；

而“不平等”更可能带来认知失调体验，从而使人们有更强的需要来合理化不平等。然而，这一观

点同样也面临挑战，Lee 等（2011）的研究提供了与之相反的证据。通过对发表于 1992 年至 2009 年

之间的 118 篇研究报告（含 25 篇未发表研究）进行元分析，他们发现，在更平等（而非不平等）的

社会中，社会地位（性别、种族）与社会支配倾向的正向关系反而更强，即在更平等的社会环境中

低地位者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系统合理化动机。可见，当前研究对于两种理论观点远未达成共识，也

预示着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其他可能的边界机制。值得追问的是，采用对立视角争论何种观点为

“正确”能否把握不平等与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与本质？鉴于目前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因此这一研究方向对于回答理论争议仍显乏力。 

4.2 整合视角下的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基于理论整合的视角，同时关注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在不平等与低地位者

系统合理信念关系中的作用，并强调系统合理化动机影响着自利动机及其心理与行为后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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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borne, García-Sánchez 和 Sibley（2019）的“不平等与相对剥夺的宏观－微观模型”即是一种尝试。

该模型认为，宏观维度的社会不平等会增强社会比较过程，由此激活的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的微观心

理体验（如，自尊、认同、集群行为等）产生影响；同时，该模型认为系统合理化动机能够对这一

“宏观－微观”互动过程起到调节作用，较高的系统合理化动机能够减弱相对剥夺所带来的消极心

理结果。Osborne 和 Sibley（2013）的发现为这一模型提供了支持。他们基于“新西兰态度与价值观

调查数据库”共 6886 个样本研究发现，群体相对剥夺正向预测旨在矫正不平等现状的政治动员

（political mobilization），不过系统合理化动机在两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即系统合理化动机会减

弱相对剥夺感与矫正不平等意愿的联系。 

类似地，Jost 等（2017）在“集群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基础上，提出了影响集群行为的另一

种整合模型。该模型在关注自利动机（即内群体认同）的同时，引入系统合理化动机，旨在揭示人

们何时参与（或不参与）反对（或维护）社会系统的集群行为。在此之后，Osborne, Jost 等（2019）

进一步细化并考察了该模型的观点：系统合理化动机使人们更不支持“反对系统的集群行为”、更支

持“维护系统的集群行为”；并且，对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化动机可通过抑制其自利动机（即内群

体认同）、群际不公正感、群体愤怒，进而使其更不支持反对系统的集群行为、更支持维护系统的集

群行为。基于“2019 年新西兰态度与价值观调查”（共 16147 名被试，分别以欧洲裔和毛利人为高、

低地位群体），以及一项美国在线调查研究（共 1513 名被试，分别以白种人和黑种人为高、低地位

群体），他们检验并验证了这一观点。上述两种理论模型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某一种动机的单一视

角，将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整合考量，弥补了以往研究单纯依赖自利动机解释集群行为的片

面观点。不过，无论是将系统合理化动机作为一种调节变量（Osborne, García-Sánchez, & Sibley, 2019），

还是将其作为影响自利动机的一种前因变量（Jost et al., 2017; Osborne, Jost, et al., 2019），均是强调

系统合理化动机对自利动机及其心理与行为后效的抑制作用，并未全面地揭示两种动机的相互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 

4.3 第三种思路：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 

考虑到当前研究中第一种研究思路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而第二种研究思路着重强调系统合理

化动机对自利动机及其后效的影响，因此这两种研究方向并未有效、全面地回答理论争议。与之不

同，本文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分别聚焦于个体（群体）水平与

系统水平、共同解释了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全貌”。在具体研究方面，有必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1）以往研究仅在单一维度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即高不平等与低不

平等）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本文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2）

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本文认为，

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而是分别解释和驱动了不平等与系统合理

信念的不同关系；并且，（3）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将有助于厘清两种动机如何发挥作用。因此，

理论争议的焦点或许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

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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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认知基础：不平等的现实威胁与象征威胁 

在何种条件下，不平等会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不平等”

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但这种研究思路忽视了“不平等”本身对于人们的心理意义；而

人们如何对系统现状进行判断，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人们如何认知不平等这一客观信息（Schwarz, 

2007; 也见 Walker et al., 2021）。因此，在回答不平等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之前，需要回答，“不

平等对于低地位者意味着什么”？心理学家关于“威胁”（threat）的丰富研究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

提供了一种“柳暗花明”的视角（Stephan et al., 2009）：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会加剧资源竞争（Buttrick 

& Oishi, 2017; Wilkinson & Pickett, 2017），加重低地位者在资源竞争中的不利处境（Jiang & Probst, 

2017），损害其身心健康（胡小勇等，2019）等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另一

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的信念相冲突，甚至挑战社会系统的合理

性，构成一种象征威胁（symbolic threat）。以往研究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Fritsche 和 Jugert

（2017）从现实威胁的角度分析了“经济不平等”等经济威胁在个体与集体水平的影响；Kaiser 等

（2008）则从象征威胁的角度探讨了“种族不平等”的作用（也见 Friedman & Sutton, 2013）。现实

威胁与象征威胁契合于群际威胁理论的经典分类（Stephan et al., 2009）；与之不同的是，威胁的来源

是一种不平等的系统或社会现状（而非某个外群体），威胁的对象则是身处其中的低地位群体。 

尽管两种威胁可能彼此相关，但两者往往具有不同的效应（Stephan et al., 2009）：根据自利取向

的理论，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可能会损害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根据系

统合理化理论，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会增强人们维护系统、为系统辩护的意愿，使其

表现出更强的系统合理信念。以往一些研究为此提供了初步证据。在现实威胁方面，Du 等（2019）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研究数据库（2010~2014）研究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的省份，人们的生活

满意度越低、心理压力越大；并且，与高地位者相比，不平等对生活满意度的损害作用对低地位者

更大（也见 Wienk et al., 2021）；作为现实威胁的一种表现，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继而会降低其对社会

系统的公正感知（Jia et al., 2020）。在象征威胁方面，2005 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中，遇难者

和受灾者多为社会底层的穷人和少数族裔（黑人）；Napier 等（2006）在对该事件进行研究时发现，

这些受灾弱势人群已然对不平等“内化于心”，当得知富人得到更多的救灾援助时，他们并不认为这

不公平，即表现出权利抑制效应（depressed entitlement effect）。对此，Napier 等解释认为，“卡特里

娜”飓风事件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合理的信

念相冲突，构成一种间接的系统威胁（即象征威胁）。Kaiser 等（2008）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该事

件中黑人群体的不幸遭遇，相比于将其解释为政府失职所致，将其解释为种族主义的后果会被理解

为一种对种族间差异合理性的系统威胁（即象征威胁），进而使得白人表现出更强的内群体认同。 

可见，在威胁视角下，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的分歧之一，即在于它们分别侧重于低

地位者对不平等的不同认知过程——前者基于个体或群际视角，更关注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层面的

影响（如现实威胁）；后者则基于宏观视角，侧重于不平等在系统层面的影响（如象征威胁）。基于

上述分析，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也就取决于认知过程（或社会情境）中何种威胁

得到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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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动机基础：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 

不平等的现实威胁与象征威胁为低地位者反对或支持系统现状提供了“条件”，而真正起到驱动

作用的则是两类防御动机，即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二者的关系及其不同效应对低地位者系

统合理信念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第一，如前文所述，二者对其系统合理信念起到相反作用。第二，

尽管二者效应不同，但它们是两种并存的、处于不同分析水平的动机。自利动机聚焦于个体或群体

水平，使人们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而系统合理化动机则聚焦于更为抽象的系统水平，使人们维

护、合理化和支持系统现状。事实上，系统合理化理论并不否认自利动机的作用，并将个体层面维

护自我利益的动机称为自我合理化（ego justification），将群体层面维护内群体利益的动机称为群体

合理化（group justification; Jost et al., 2001; Jost & Banaji, 1994; Jost & Burgess, 2000）。第三，对于低

地位者，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Jost et al., 2001）。显然，合理化不平等的系统现状意味着

接受其不利地位；但对于高地位者，二者并不存在强烈的冲突，因为合理化不平等的系统现状并不

会损害其优势地位。因此，低地位者并非总是表现出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当其自利动机更强时，

他们更可能反对不合理的现状（Jost, 2019）。 

问题是，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呢？区分不平等所带来的

两类威胁即是厘清两种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

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维护自我与内群体利益的自利动机，进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

在此“减弱路径”中，基于两种动机的冲突关系，由现实威胁激活的自利动机也可通过抑制系统合

理化动机，进而减弱系统合理信念。如前文所述，收入差距严重损害低收入者的自我利益、降低其

生活满意度（Du et al., 2019; Wienk et al., 2021），进而损害其对社会系统的公正感知（Jia et al., 2020）。

另一方面，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维护系统现状、为系统辩护的系

统合理化动机，进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在此“增强路径”中，基于两种动机的冲突关系，由象

征威胁激活的系统合理化动机也可通过抑制自利动机，进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如前文所述，“卡

特里娜”飓风事件中，穷人所表现出的权利抑制效应（Napier et al., 2006）以及白人面对种族主义指

责而表现出的内群体认同（Kaiser et al., 2008），为此提供了初步证据。此外，Friedman 和 Sutton（2013）

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不平等的象征威胁对系统合理化动机的激活效应。他们在实验中要求被试阅读

报纸上关于阿富汗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新闻报道，当该报道的周围呈现奢侈品广告时（凸显贫富差距），

相比于没有这些商业广告（未凸显贫富差距），政治保守派（而非自由派）被试对战争造成平民伤亡

的容忍程度有所提高；他们解释认为，凸显贫富差距对社会经济系统构成一种象征威胁，由此激活

系统合理化动机，使其更加维护美国政府对阿富汗的军事政策；并且，这一效应不受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一种“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如

图 1 所示）。根据该模型，不平等的系统现状与系统合理信念之间存在两种相反而又并存的心理路

径，即聚焦于个体与群体水平的减弱路径，与聚焦于系统水平的增强路径；而两种路径的成立取决

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的系统现状进行认知，这种认知过程通过激活相应的防御动机，继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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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较低或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支持或反对系统现状提供了动力，

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

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

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第

三种思路。尽管目前这一模型还暂缺坚实的实证数据作为支撑，但是未来研究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

加以挖掘并对模型进行完善。 

 

 

  

5 小结与展望 

社会公正事关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的激活和生成，已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安全与否的最为关键、

最为直接的问题（吴忠民，2019）。后小康时代，我国仍将长期面临相对贫困的问题（杨菊华，2020）；

与此同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危机对人类减贫成果构成严重威胁（汤普森，

2020）。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社会不平等将会影响到民众（尤其是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总

结当前研究可以看到，以往关于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

理论观点。在梳理两种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

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以下简称“双路径模型”）。从对立走向整合，不

只是回应理论争鸣，未来研究还需在以下方面深入探索。 

第一，进一步完善和检验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本文基于自利

取向理论和系统合理化理论，提出了一种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其解释力和生态效度有待未来实证研

究进一步检验。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厘清几个关键问题。（1）应控制知觉因素的作用。“双路径模型”

关注“质”的不平等，但并不否认“量”的不平等的作用，其分析框架恰恰依赖于高水平的不平等。

然而，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宏观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往往不敏感，甚至会低估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

（丁毅，纪婷婷，2021）。因此，未来研究在考察“双路径模型”时，应控制这类知觉偏差的干扰作

用。（2）一些宏观社会因素也可能限制“双路径模型”的解释力。人们对社会系统的支持态度并非

仅依赖社会不平等这一单一因素，诸如经济不平等变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宏观社会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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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且不断增长的地区，低地位者也可能有较高的

改善自身处境的希望，进而表现出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e.g., Cheung, 2016）。因此，未来研究还应

控制此类宏观因素的影响。（3）“双路径模型”中，两种威胁与两种动机之间的关系存在可能的边界

机制。例如，基于补偿性控制理论（Kay et al., 2008），对于控制感较低的个体，现实威胁与象征威

胁可能同时激活其补偿性控制需求，进而增强其系统合理化动机（Fritsche & Jugert, 2017）；而当社

会系统未能满足个体的控制感时，不平等的象征威胁也可能增强自利动机，进而减弱其系统合理信

念（Kay et al., 2008）。（4）为了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的不同作用，“双路径模型”聚焦于

与之相应的两种威胁，而不平等的其他威胁同样值得探讨。例如，不平等在个体与群体层面的象征

威胁（如，不平等可能威胁低地位者的自尊及其对内群体的积极认同；张书维，2013）、及其在系统

层面的现实威胁（如，严重的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Engler & Weisstanner, 2020）也可能影响低

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影响其系统合理信念；因其在作用机制上与本文所关注

的两种威胁存在重叠，所以未予关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整合此类威胁的影响，扩展“双路径模型”

的多元认知基础。（5）“双路径模型”聚焦于低地位者，其立论基础在于低地位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

理化动机的对立冲突（Jost et al., 2001）；但对于高地位者，两种动机并不存在强烈的冲突，且不平

等并不会对他们构成严重的现实威胁，因此“双路径模型”并不适用于高地位者。这也揭示了不同

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产生机制存在本质区别，为“地位合理性假说”的争议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

（杨沈龙等，2013），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对比高、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产生的认知基础与动机基础。 

第二，关注公共危机背景下诸多“新型不平等”及其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无论自利取向的

理论还是系统合理化理论，其讨论的前提在于社会不平等这一客观事实。以往研究中，对不平等的

考察主要体现为对不同阶层、性别、种族、地区等在经济、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由

于气候变化、全球化以及技术革命等的影响，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趋势，并表现出

多种“新型不平等”（汤普森，2020）。例如，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加剧社

会原有的不平等程度，使得不同阶层、性别或地区之间在经济福祉、身心健康、学业成就等方面表

现出不同的脆弱性，呈现出一种风险不平等现象（e.g., Rodríguez-Bailón, 2020; Wiwad et al., 2021; 

甘犁等，2020）。根据本文提出的“双路径模型”，公共危机情境下的风险不平等使其现实威胁得以

凸显；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损失厌恶的影响，这种损失情境下的不平等可能会激活更大的自利动机

（Zhou & Wu, 2011），其对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Rodríguez-Bailón, 2020）。因此，未

来研究在考察不平等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时，应关注公共危机背景下此类“新型不平等”的影响

及其机制。 

第三，应在概念层面和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区分系统合理化动机与系统合理信念。系统合理化是

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过程（Jost, 2019）。为什么要强调其动机属性呢？Jost 等（2010）解释认为，人们

需要主动地、有目的地（可能是无意识地）合理化社会现状，其目的即在于满足存在性（existential 

needs）、认识性（epistemic needs）和关系性（relational needs）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然而，以往研究

对于这一动机过程的考察却是模糊的：一方面，这种动机过程具有较强的内隐属性（Jost & Ban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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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使其难以通过传统的外显测量工具被有效“捕捉”；而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却往往通过系统

合理信念量表来测量和表征系统合理化动机，在概念层面系统合理信念与系统合理化动机也往往被

视为同一个概念。正如 Hafer 和 Bègue（2005）对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提出的批评，系统合理信念量表

其实也并不能有效区分“合理化的动机过程”（即系统合理化动机）与“合理化的结果与反应”（即

系统合理信念）；而该量表在设计之初其实是用于测量人们对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判断与

感知（Kay & Jost, 2003; 也见 Vesper et al., 2022）。对此，除了在概念层面区分系统合理化动机与系

统合理信念，还应探索更适合的测量方法考察系统合理化动机。此外，以往研究的另一个模糊之处

在于，系统合理信念究竟反映的是一种应然层面的规范性信念（prescriptive beliefs），还是一种实然

层面的描述性信念（descriptive beliefs），抑或是二者的集合？Zimmerman 和 Reyna（2013）认为有

必要对两类信念加以区分，未来研究应注意考察和区分不平等对两类信念的差异性影响（e.g., Li & 

Hu, 2021）。 

最后，应探索有针对性的干预机制与方法，降低社会不平等对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利影响，发挥

心理学研究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杨玉芳，郭永玉，2017）。基于本文提出的“双路径模型”，

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寻求可行的干预方案。一方面，基于“减弱路径”，应加强对不平等、不公正

的“源头治理”（吴忠民，2019）。比如，对于社会中的优势群体，研究发现通过启动其谦卑心态，

可有效降低其贫富差距内归因倾向，进而提升其再分配偏向（白洁等，2021）；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

体，则应促进阶层流动机会更加公平，增强其向上阶层流动的信心与希望（郭永玉等，2019; 张跃

等，2020）。另一方面，基于“增强路径”，则应理性对待系统合理化动机的“双刃剑效应”（Osborne 

& Sibley, 2013; 杨沈龙等，2018）。短期来看，系统合理化动机对于提升生活满意度（Li et al., 2020）、

维护社会稳定（Jost et al., 2012）具有积极意义；而长期来看，对不平等现状的合理化倾向则可能导

致不平等的恶性循环（García-Sánchez et al., 2019），成为矫正社会不公的阻碍因素（Tan et al., 2017）。

因此，国内外学者呼吁警惕系统合理化动机的这种消极影响，未来研究应探索符合国情的干预策略

来降低其不利作用（Jost et al., 2019; Fernando et al., 2018）。总之，“双路径模型”在尝试揭示不平等

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复杂心理规律的基础上，还应为心理学研究服务于社会治理提供心理

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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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inequality on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of the 

disadvantaged: A dual-proc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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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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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of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remains inconclusive. On the one hand, self-interest-oriented theories (e.g.,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rgue that inequality decreases the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of the disadvantaged, 

given that inequality conflicts with their self-interest.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predicts that when inequality in the system is made especially salient, then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ation 

is activated (or increased); thus,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e disadvantaged)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defend 

and support the unequal status quo. In this article, we intend to advance the debate by proposing a dual-

process model. Specifically, when the realistic threat of inequality at the individual or group level is 

salient, it is more likely to activate the self-interested motiva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and thus inhibit 

their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ation), and in turn weaken their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However, when 

the symbolic threat of inequality at the system level is salient, it is more likely to activate their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ation (and thus inhibit their self-interested motiva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system-

justifying beliefs. Our dual-process model offers a new approach to bridging the research gap, and futu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test and develop this model. 

Keywords: social inequality,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ation, self-interested 

motivation,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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